美国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府
　　利益团体怎样影响政府？研究利益团体的学者们认为，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和利益团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正式的“铁三角”关系。虽然有时某一任总统或某一届国会曾试图改变这种关系，但很少有人怀疑利益团体在渗透美国政府方面的能量。

　　大体来说，美国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政治捐款，支持国会议员和总统当选，进而影响政府决策。二是对具体问题向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游说，并借助媒体，使得一项具体政策被通过或被拒绝。在首都华盛顿的游说组织很多，如美国商会、全国有线电视协会、西爱拉俱乐部等有组织的游说机构，也有成千上万的律师、卸任议员及其助手、前任行政当局官员和公关专家组成的游说公司，被一些利益团体所雇用为一项具体法案和问题而游说。也有为大学、州政府、地方政府甚至外国政府工作的游说公司。大多数的利益团体代表行业和组织 。

　　对美国政府的游说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部游说，一种是外部游说。内部游说较为传统，一般通过游说人和国 会议员或行政当局官员的私下接触。成功的游说专家必须有接触重要决策者的机会，有一系列的关系网，精通政策制定程序，有华盛顿生活的经验并且必须有钱。前议员、前官员甚至一些高官的儿女都在华盛顿通过私人关系为一些商业团体进行游说。金钱是成功游说的根本保证。虽然不能直接贿赂，但可以通过邀请议员们到一些昂贵的旅游胜地开会和参加慈善性质的活动，请他们出去打高尔夫球、舞会、郊游等各色活动，来了解法案制定的内幕，最终达到影响决策的目的。近年来外部游说也发展很快。这种游说不是集中在华盛顿而是作“草根性”的游说。许多组织调动起自己的会员在外地来唤起或影响大众，通过向议 员写信、发电报、利用当地媒体宣传自己的主张等方式，从外部对议员们产生压力。由于绝大多数议员们都希望连任，这种来自下面的呼声经常能得到议员们的重视。

　　由于游说政治的需要，美国政治制度中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机制――政治活动委员会制度，简称PAC。这是由各行业团体、专业团体、商会、贸易商会、工会等组成的组织。他们向利益团体收取会费，统筹捐款给议员候选人，换取他们在当选后以其职务上的权限来回馈捐款团体。也就是说，用金钱购买对立法的影响力。

　　由于总统选举同样需要大量的捐款经费，对行政当局的游说和渗透也十分明显，总统接受非法政治献金的事也有所闻。克林顿总统1993年就任之初，就曾经任命了一批在1992年竞选期间对他捐款较多的人担任美国驻外大使。据报道，捐款多少与外派国家关系密切，捐得越多的人可以得到越为轻松的闲差。例如，捐款排名第一的杭特（捐32．8万美元 ），任命出使奥地利，其次是唐布许（捐25．2万美元），出使荷兰；第三名的罗伦斯（捐19．6万美元）出使瑞士；第四名艾尔森（捐18．2万美元），出使丹麦；其余依次被派驻法国、比利时等国。派驻联合国的女大使奥尔布莱特对克林顿总统捐赠的竞选经费在十名捐款大使中排名第九，仅为2．9万美元。1995年7月，据美国媒体披露，民主党为1996年总统竞选募捐向可能捐款的对象开出清单，只要肯花钱，总统、副总统、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都能见到。按花钱多少，可以 享受不同程度的礼遇：捐10万，可以分别同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吃两顿饭，可以参加民主党到国外的贸易代表团，捐5万可以应邀参加克林顿总统的酒会，并与戈尔副总统共进晚餐，捐1万元可以参加克林顿总统的酒会等。1996年，克林顿 总统为了募捐，前后参加了237次这类募捐活动，有时他甚至在同一晚上在华盛顿同一家旅馆里参加两个晚餐会。此一清单曝光后，引起美国公众强烈不满。近年来，许多美国精英呼吁改革美国的竞选制度，国会也通过了一些法律，对政治捐款做出 一些限制。但竞选募捐的作法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也没有改变。

　　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兴起，使美国的游说活动又出现了新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开始在网上活动。互联网成为了利益团体和许多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游说的便捷而又成本低廉的工具。许多单一目标的游说组 织通常只有几个人和一部电脑，但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跨越国界，宣传自己的主张，招揽同情者，结识盟友，向政府和地方议员施加压力。这些组织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他们甚至称自己为企业和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门”。1999年11月底世贸组织 西雅图会议期间，这些组织便显示了他们的威力，而互联网对他们的成功组织提供了便利。

　　在外交事务方面，游说团体通常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对具体问题向国会和行政当局进行有针对性的游说，并借助媒体力量，造成一定声势，推动和阻止某一项政策的出台。利益团体在“铁三角”中有时会帮助行政当局为某一项政策游说国会，有时又会帮助国会向行政当局施压，完全取决于所涉及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笼统地说，有三大 利益群体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每一群体对决策的影响各不相同，而且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第一个群体是关心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包括防止导弹和核武扩散的人士和政府官员，他们希望最小程度的公众介入，因为在他们眼 中外交政策制定权本应属于政府中的行政当局。但当反华势力将“中国核盗窃案”同美国国家安全挂钩后，相当一部分公众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关心中国对美可能构成的“战略威胁”。第二个群体是那些主要关心经济和商业利益的人士，他们希望温和程度的公众参与，希望公众能支持开放式的贸易体系，鼓励一些非外交的机构（如商务部）的介入，但是也不希望这些部门过于 注重中国的具体情况。那些有经济利益的团体希望白宫具有裁定权，可以将政策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向上偏向那些考虑经济利益更多的部门。第三是那些主要关注人权的利益群体，他们希望在中国问题上有很高程度的公众兴趣，因此可以平衡来自行政当局内部在贸易和战略问题上的考虑，所以他们选择与公众舆论最近的政府部门国会做工作。

　　影响利益团体能力的因素包括他们各自的策略和他们内部团结的持续性。在这方面，美国企业界一直占据上风。首先，企业界在支持中国最惠国待遇上的联合与他们在其他贸易、规范化和财政政策上的联合几乎相同。美国商会、全国制造业协会、美国贸易紧急情况委员会、美国外贸协会等彼此之间早就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不需要再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及人力资源来建立共同行动的基础。另外还有更加专业的组织――如美中商会――与他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而且很容易便融入他们的联合行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联合中几乎很少有分歧，大家都一致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即使那些与中国存在 贸易分歧的公司如微软和AST，也支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